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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促使个体的经济地位出现分化，并导致不同收入群体产生“断裂”的

心理体验。基于此，本研究延续“伊斯特林悖论”的讨论，运用 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中国情

景下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与个体幸福感呈现倒U型关系，这意

味着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资源匮乏产生的贫困状态诱发他

们的不幸感，然而，由相对收入形成的“优越”心理却能起到“补偿性”的修复功能。对比之下，高收入群体对

幸福的追求摆脱了“生存—经济”的满足诉求，逐步转向其他非物质层面，社区参与通过给予个体情感支持、

社会联系以及责任义务，成为高收入群体幸福获得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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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幸福研究兴起于对“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的解释，它是指在同一个国家内，富裕群体比

贫困群体感觉更为幸福。不过，收入与幸福的正向关系并不适用于国家间的比较或同一国家不同时点的

变化。①近年来，学者们指出，这种悖论已经蔓延到群体间的比较，若个人或家庭的收入超过某一特定值，

继续增加收入水平将不能促进个体幸福感的提升，甚至会降低社会总体的幸福水平。②所以，不同收入群

体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之一。

目前，与之相关的研究可归纳成两种分析路径：第一种分析路径将“相对性”（relativity）概念引入收入

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认为幸福感并非只源于现实生活，而是一种建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是

通过将他人纳入参照范围，来确定自己的情感体验。因此，幸福感更多受制于相对收入的影响，而不是传

统意义的绝对收入。第二种分析路径坚持“社会人”的假设，将若干具有社会意义的变量纳入研究框架。

由于人类本身就生活在一个群居环境，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发生联系，人性、自我和社会的形成都离不开

与他人的角色关系。所以，幸福感来源于与他人的互动。社区参与作为衡量人际交往与融合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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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幸福感起到极其重要的影响，也是被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社会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普遍将上述两种分析路径置于二元对立的状态，很少将其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下

考察。而且，两种分析路径均来源于西方社会事实，能否有效解释中国情景仍需进一步验证。从中国现实

来看，市场改革确实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造成

个体经济地位的分化，这种生活际遇的变动导致不同收入群体产生“断裂”的心理体验。因此，本研究运用

CGSS2005的调查数据，描述与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现状，并通过引入相对收入和社区参与两种解

释性变量，讨论它们对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及差异。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争论

在早期的西方学术界，贫困一直被视为幸福的天敌。特别在生产力较为落后、资源相对不足的工业化中

前期，大多数人的财富积累仅能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相对而言，富裕人群凭借经济条件的优越性更有可能

远离饥饿、疾病、痛苦和贫穷。后来诸多经济学研究结果也表明，财富增加与个人幸福感存在稳定的正向关

系。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因素与人类幸福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一种恒定的事实，并在边沁功利主

义的思想中沉淀为“幸福物质化”③的概念。其后，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福利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更是

把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发挥到极致，幸福被直接等同于效用，个人相应地变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然而，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物质积累与个人心理体验之间的矛盾日益明

显，给主流经济学的“幸福效用论”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矛盾现象被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归纳为“幸福

悖论”或“伊斯特林悖论”。20世纪 9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现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远没想象中简单，而是在现

实生活中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例如，维恩霍文通过实证研究反驳“伊斯特林悖论”，他指出，收入

与幸福感之间并非充满不确定性，只是呈现曲线关系而已，当收入超过某个界限，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

响就会逐渐减弱。④卡内曼和迪顿更加明确指出，美国的家庭收入拐点为 75000美金，家庭收入在此拐点

之上，个体的幸福感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⑤由此不难看出，收入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并非是线性

的，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1：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获得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二）相对收入的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由财富和收入形成的结构位置不仅为个体带来物质资源，同时也提供了社会比较的参照标准，并通过

个体的愿望感知和社会联系作用于心理活动。因此，幸福感可在比较中获得。一方面，人们经常会选择与

自己具有某种相似性，或是长期交往的群体作为参照对象，诸多研究表明，与家人、同事、朋友、同龄人、与

自己职业地位相仿的人相比，自身的收入水平越高，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也越强。⑥罗楚亮根据“地理”概念，

将参照群体划分成个人所在省份居民和所在区县居民，其研究同样发现，相对收入是影响个人幸福感的重

要因素。⑦另一方面，个人还可能以时间为参照想象可能的自我，⑧特别是在对生活进行评价时，人们总是

倾向于用自己目前的地位感知来预测将来的生活轨迹。若预测的生活轨迹为向上流动，个体的幸福感就

会随之而增强；反之，则减弱。例如，格林汉姆和佩迪那多通过研究拉丁美洲的情况发现，与自己过去收入

的正向差距越大，个体的幸福感也会提高。⑨官皓认为，以自己作为参照标准，不仅更为直观反映相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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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也能克服实际调查中参照群体选择不一致的问题。其研究发现，个人对经济地位的评价对幸福感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⑩王鹏将相对收入的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同时纳入模型框架内，更为全面地论述了相对

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不可忽视的是，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群体性特征。相对收入越高，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物质

资源优势，同时还能激发一种相对优越感。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的不幸福感主要源于资源匮乏产生

的贫困状态，以及生命历程中遭遇的累积风险。相对收入的心理优势往往对这种不幸具有“补偿性”的修

复作用。通过比较产生的正向差距能使人们获得诸如控制感和自尊感等优质心理资源，有效缓解客观经

济劣势所产生的负面体验。所以，即便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地位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但相对收入却可以促

进其幸福感的提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2a：与同龄人的收入差距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强于高收入群体。

假设 2b：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差距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强于高收入群体。

（三）社区参与的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社区参与是指居民依法组织并参加社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公共事务，并能影响社

区公共权力运行和促进社区利益增加。当然，社区参与不仅是一种解决公共物品生产与供给的选择路径，更

为重要的是，通过社区参与增进成员之间的沟通、互动与协作，创造出信任互惠的和谐关系，营造具有归属

感、认同感和安全感的社区团结。因此，学者们认为，社区参与是促进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归属于某个社

会团体，或参与其组织的活动事务，不但可以帮助个体寻找精神支持，摆脱心理障碍产生的不愉快感；而且，

人们通过活动组织和网络缔结等方式所塑造的认同机制，同样有利于增强他们对幸福的积极体验。

具体来说，社区参与可以划分成政治参与和非政治参与。在政治参与方面，虽然部分学者发现，政治

参与、政治讨论与个体幸福感呈现负向关系，因为只有当个体意识到社会问题存在时，才促使其积极投身

政治事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参与对个体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在非政治参与方面，研究表明，与

邻居交往越多，邻里关系越融洽，个体的幸福感就越强。如果个体能突破邻里界限，积极参与更大范围

（如社区）的公共事务，个体也会感觉生活更幸福和生命更有意义。

笔者认为，社区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同样存在群体差异。正如马斯洛所言，“个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

对需求的满足也呈现阶梯式的实现路径”。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构成了他们生活

的全部。随着收入的继续提高，经济因素已不足以满足个人对幸福的追求，这意味着个人的需求转向其他

非物质层次，社会性因素对他们幸福感的提高将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3a：邻里互助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强于低收入群体。

假设 3b：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强于低收入群体。

假设 3c：参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强于低收入群体。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5）。该调查采取分层设计、多阶段 PPS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抽中的 125个区县的 1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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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问卷访谈。鉴于本研究的重点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所以，分析对象被界定为年龄为 18岁以上、居

住地类型为城市的被访者，经过前期的数据处理后，形成 5400个分析样本。

（二）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幸福感。幸福感是一个具有多维度的复合变量，主要由个体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

和在一定时期内的情绪体验两部分组成。前者又可具体分成总体满意度和具体事物满意度（如工作、闲

暇、家庭）两个指标；后者则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指标。考虑到幸福感的概念定义和数据的可操

作性，本研究选取总体幸福感、工作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作为测量幸福感的四个子变量。根据被

访者的感知程度，四个变量的回答被划分为“很低、低、中、高、很高”五种程度（见表 1）。

自变量为相对收入和社区参与。相对收入被操作化为“与同龄人相比的收入差距”和“与自己三年前

相比的收入差距”两个变量。社区参与被操作化为“邻里互助”、“ 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情况”和“社区

文化活动的参与情况”三个变量。条件变量为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在实证分析中，本研究会根据具体情

况将二者进行分组处理，详见“实证分析”部分。

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户口性质、教育年限、党员身份、健康状况、所在区域和单

位性质。

表 1 分析变量的描述统计

类别变量

总体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与同龄人相比的收入差距

与自己过去三年前相比的收入差距

编码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0
1
0
1

取值

非常不幸福

幸福

一般

很幸福

非常幸福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很不开心

不开心

一般

开心

很开心

非常困扰

困扰

有些困扰

很少困扰

完全没有困扰

较低/差不多

较高

下降/差不多

升高

百分比（%）

1.20
6.65
44.50
40.85
6.80
5.51
24.55
38.93
27.65
3.36
4.57
11.85
36.54
37.50
9.54
1.87
4.52
19.78
32.13
41.70
94.67
5.33
66.75
33.25

样本量

65
359
2403
2206
367
282
1256
1992
1415
172
247
640
1973
2025
515
101
244
1068
1735
2252
4976
280
3550
1768

-- 71



类别变量

邻里互助

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

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

性别

婚姻状况

户口性质

党员身份

健康状况

所在区域

单位性质

数值型变量

年龄

教育年限

个人收入

家庭收入

均值

41.88
10.55

12565.87
28753.84

标准差

13.41
3.27
15797

45022.42

编码

1
2
3
1
2
3
0
1
0
1
0
1
0
1
0
1
1
2
3
1
2
3
0
1

最小值

18
1
0

480

取值

没有

偶尔

经常

没有参加

强制参加

自发参加

没有经常参加

经常参加

女性

男性

单身

在婚

农村

城镇

非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较好

一般

较差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体制外

体制内

最大值

70
18

400000
1500000

百分比（%）

13.13
64.83
22.04
68.83
22.39
8.78
95.50
4.50
52.63
47.37
19.04
80.96
9.89
90.11
86.83
13.17
64.96
24.24
10.80
50.65
28.17
21.19
33.45
66.55

样本量

5400
5399
5156
5046

样本量

709
3501
1190
3717
1209
474
5157
243
2842
2558
1028
4371
534
4866
4689
711
3508
1309
583
2735
1521
1144
1611
3205

（三）分析策略与模型

本研究的分析重点在于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笔者首先描述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现状，并分析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特征；然后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引入相对收入

和社区参与两个变量，考察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探讨不同收入群体幸福获得模式的差异。

四、实证分析

（一）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描述

1. 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现状

如图 1-4所示，在总体幸福感和积极情绪方面，超过 45%的城市居民感觉生活幸福和开心，仅有不到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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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城市居民持相反意见。在生活满意度方面，虽然 31.01%的城市居民对目前生活表示满意，但也有超

过 30%的城市居民对目前生活表示不满。在消极情绪方面，73.83%的城市居民完全没有或很少遭遇消极

情绪的困扰。可见，衡量幸福感四个子变量的发展趋势和变化特征基本保持一致，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均

对幸福的感知程度较高。

图 1 中国城市居民的总体幸福感 图 2 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图 3 中国城市居民的积极情绪 图 4 中国城市居民的消极情绪

考虑到因变量类型、统计便捷性和信息损耗性，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原有构成幸福感的四个子

变量合并成一个综合变量，用于统计模型分析中。表 2结果表明，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

极情绪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其因子贡献占总方差比例的 48.77%。幸福因子的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 6.32，这说明，尽管大多数城市居民感觉生活幸福，但个体间的幸福体验仍然存

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表 2 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因子分析结果

主观幸福感

构成要素

总体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

因子负荷值

（Factor loadings）

0.765
0.556
0.799

共同度

（Communality）

0.585
0.310
0.638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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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

构成要素

消极情绪

特征值（Eigenvalue）
累积方差（Cumulative Variances）
因子得分的最大值/最小值

因子得分均值/标准差

样本量

因子负荷值

（Factor loadings）

0.647
1.95

48.77%
2.42/-3.90

0/1
5117

共同度

（Communality）

0.419

2. 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特征

以下本研究将对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进行分组，讨论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群体特征。如图5、6所示，家庭

收入和个人收入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体现出曲线关系。在家庭收入方面，曲线的拐点出现在 30001-
35000元和 35001-40000元的收入分组，在此之前，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提高，

但在这之后，这种变化特征逐渐减弱，甚至呈现相反的关系（见图5）。与此类似，个人收入与中国城市居民幸

福感的关系也有同样的特征，唯一不同的是曲线拐点出现在 20001-25000元的收入分组（见图 6）。

图 5 家庭收入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图 6 个人收入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为进一步验证这种曲线关系特征，本研究运用统计模型，加入若干控制变量，以厘清收入与中国城市

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表 3的数据结果显示，个人收入对幸福因子、总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

和消极情绪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个人收入的平方则与它们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由此不难看出，个人收

入与幸福因子以及衡量幸福感的四个子变量之间为倒U型关系，个人幸福感首先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

高，到达顶点后，就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家庭收入与个体幸福感也有类似的曲线关系特征，统计结果验证

了假设 1。对于不同收入群体而言，他们的幸福获得模式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二）不同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现状后，本研究将在这部分继续探讨造成不同收入群体幸福感差异的

影响因素。对于不同收入群体的界定，主要基于《中国统计年鉴》对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组原则，

将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由低到高进行排序，把样本划分为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

（续表2）

相对收入、社区参与和中国城市居民幸福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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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收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包括控制变量）

个人收入

个人收入平方

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平方

常数项

N
R2

模型1

幸福因子

0.0145***
(0.0016)

-0.0001***
(0.0000)

0.0026***
(0.0006)

-0.0001***
(0.0000)
5.290***
(0.1650)
4431
0.252

模型2

总体幸福感

0.0070***
(0.0013)

-0.0001***
(0.0000)

0.0016***
(0.0005)
-0.0001*
(0.0000)

4.2910***
(0.1350)
4431
0.144

模型3

生活满意度

0.0228***
(0.0016)

-0.0001***
(0.0000)
0.0007
(0.0006)
-0.0001*
(0.0000)

3.7000***
(0.1680)
4431
0.125

模型4

积极情绪

0.0058***
(0.0017)

-0.0001***
(0.0000)

0.0026***
(0.0006)

-0.0001***
(0.0000)

4.4930***
(0.1730)
4431
0.130

模型5

消极情绪

0.0045***
(0.0015)

-0.0001***
(0.0000)
0.0013**
(0.0006)

-0.0001**
(0.0000)

4.8150***
(0.1610)
4431
0.235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p＜0.1，**p＜0.05，***p＜0.01。
1. 相对收入

下页表 4的模型结果显示，在人口社会特征方面，性别和健康状况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其中，男性的幸福感普遍比女性低；个体的健康状况越好，他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也越强。

婚姻状况、党员身份则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婚个体的幸福感普遍比单身个体高，中共

党员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也强于非中共党员。年龄与居民幸福感呈现正U型关系，拐点大约出现在 40岁，

在这之前，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的幸福感将逐渐下降，在这之后，个体的幸福感会随着年龄的升高而

增加。以上结果与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人口社会特征变量对城市居民幸

福感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例如，户口性质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收入组，高收入的城镇

户籍居民比农村户籍居民感觉更幸福。单位性质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则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组。处于体

制内的低收入群体比处于体制外的感觉更加不幸福。

在收入方面，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均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效应

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相比较而言，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对于不同

收入群体来说，与同龄人的收入差距越大，居民的幸福感就越强；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差距越大，他们的

幸福感也越高。通过对系数变化进行检验，如第 77页表 5所示，以高收入组为参照，在中等收入组和低

收入组中，与自己过去收入差距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更强。然而，这种变化趋势并未体现在与同

龄人的收入差距上。数据结果只支持与验证了假设 2b。这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有着

密切关系，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社会。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并非是

独立的，而是牵涉诸多与自己关联的社会关系。由此引申出来的一系列人情、义务、信任等非正式规范

至今成为影响中国人行为选择和心理体验的重要机制。这种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关系特性恰恰为人际间

的比较与互动提供了天然的场域。因此，以他者为参照群体的相对收入效应并没有组别差异，具有普

遍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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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对收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个人收入分组）

性别（1=男性）

年龄

年龄平方

婚姻状况（1=在婚）

户口性质（1=城镇）

教育年限

党员身份（1=中共党员）

健康状况 (参考项：较好)
一般

较差

所在区域 (参考项：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单位性质（1=体制内）

个人收入对数

家庭收入对数

与同龄人的收入差距（1=较高）

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差距（1=升高）

常数项

N
R2

模型6

高收入组

-0.1570***
(0.0379)

-0.0685***
(0.0105)

0.0008***
(0.0001)

0.3490***
(0.0565)

0.1590***
(0.0615)
0.0101
(0.0068)
0.1180**
(0.0482)

-0.5380***
(0.0453)

-0.8520***
(0.0796)

-0.0332
(0.0487)
-0.0149
(0.0530)
0.0173
(0.0449)
0.0615
(0.0498)
0.0613
(0.0387)

0.3230***
(0.0643)

0.2720***
(0.0382)

3.8960***
(0.4620)
1893
0.208

模型7

中等收入组

-0.1240**
(0.0597)

-0.0606***
(0.0161)

0.0007***
(0.0002)

0.4540***
(0.0907)
0.0590
(0.1070)
0.0124
(0.0110)
0.1240
(0.0886)

-0.4760***
(0.0673)

-0.8400***
(0.0974)

-0.0004
(0.0678)
-0.0552
(0.0806)
0.0913
(0.0722)
0.3210
(0.2890)
0.1350**
(0.0559)
0.3510**
(0.1380)

0.5230***
(0.0632)
0.3790
(2.6310)

900
0.255

模型8

低收入组

-0.1590***
(0.0472)

-0.0812***
(0.0134)

0.0009***
(0.0001)

0.3670***
(0.0728)
0.0197
(0.0841)
-0.0001
(0.0087)
0.1990**
(0.0876)

-0.4380***
(0.0545)

-1.0560***
(0.0685)

0.0201
(0.0540)
-0.0771
(0.0586)

-0.1150**
(0.0543)
0.0251**
(0.0107)

0.1740***
(0.0320)

0.4680***
(0.1620)

0.4870***
(0.0548)

3.4030***
(0.4470)
1513
0.295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p＜0.1，**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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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相对收入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变化系数检验（包括控制变量）

中等收入组

低收入组

参考组：高收入组

常数项

N
R2

模型9

与同龄人的收入差距

变化系数检验

0.0277
(0.1520)
0.1450
(0.1680)

3.8960***
(0.4900)
4306
0.330

模型10

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差距

变化系数检验

0.2510***
(0.0741)

0.2150***
(0.0658)

3.8960***
(0.4900)
4306
0.330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p＜0.1，**p＜0.05，***p＜0.01。
2. 社区参与

表 6的模型结果显示，加入社区参与变量后，人口社会特征变量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没有明

显变化，这说明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较为稳定、显著。在绝对收入方面，无论个人收入还是家庭收入，它们

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组。在相对收入方面，与同龄人的收入差距和与自己过去的收

入差距均与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统计结果与前面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在社区参与方面，邻里互助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仅在高收入组显著，与没有参与邻里互助的个体相

比，经常帮助邻居的个体幸福感更为强烈。数据结果支持与验证假设 3a。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对中国城

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统计显著组别同样为高收入组。经常参加社区文化活动的个体幸福感

强于没有或偶尔参加社区文化活动的个体。数据结果支持与验证假设 3b。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对幸

福感的影响则不局限于某些收入组别，广泛存在于中国城市居民中。在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中，自发参与

人大选举的居民幸福感明显高于没有参与人大选举的居民。在高收入组中，若以没有参与人大选举为参

照，强制参与人大选举的居民感觉更幸福。数据结果虽不能支持与验证假设 3c，但政治参与对高收入群体

幸福感的梯度作用更加明显。

表 6 社区参与对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个人收入分组）

性别（1=男性）

年龄

年龄平方

婚姻状况（1=在婚）

户口性质（1=城镇）

模型11

高收入组

-0.1510***
(0.0377)

-0.0719***
(0.0105)

0.0008***
(0.0001)

0.3400***
(0.0564)
0.1380**
(0.0614)

模型12

中等收入组

-0.1280**
(0.0599)

-0.0587***
(0.01620)
0.0007***
(0.0002)

0.4480***
(0.0908)
0.0545
(0.1070)

模型13

低收入组

-0.1600***
(0.0472)

-0.0833***
(0.0134)

0.0009***
(0.0001)

0.3580***
(0.0729)
-0.0017
(0.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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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年限

党员身份（1=中共党员）

健康状况 (参考项：较好)
一般

较差

所在区域 (参考项：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单位性质（1=体制内）

个人收入对数

家庭收入对数

与同龄人的收入差距（1=较高）

与自己过去的收入差距（1=升高）

邻里互助 (参考项：没有)
偶尔

经常

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1=经常参加）

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
(参考项：没有参加)

强制参加

自发参加

常数项

N
R2

模型11

高收入组

0.0095
(0.0068)
0.1000**
(0.0482)

-0.5370***
(0.0452)

-0.8380***
(0.0793)

-0.0391
(0.0485)
-0.0443
(0.0532)
-0.0036
(0.0450)
0.0657
(0.0497)
0.0625
(0.0386)

0.3200***
(0.0640)

0.2650***
(0.0382)

-0.0320
(0.0528)
0.1070*
(0.0644)

0.2290***
(0.0779)

0.0750*
(0.0421)
0.1150*
(0.0612)

3.9370***
(0.4650)
1893
0.219

模型12

中等收入组

0.0119
(0.0110)
0.1320
(0.0891)

-0.4840***
(0.0674)

-0.8480***
(0.0976)

0.0000
(0.0682)
-0.0574
(0.0813)
0.0820
(0.0726)
0.3160
(0.2900)

0.1460***
(0.0563)
0.3470**
(0.1390)

0.5100***
(0.0637)

-0.1040
(0.0928)
0.0200
(0.1030)
0.1690
(0.1270)

-0.0360
(0.0685)
-0.0802
(0.1070)
0.3630
(2.6380)

900
0.260

模型13

低收入组

-0.0016
(0.0086)
0.1650*
(0.0882)

-0.4210***
(0.0545)

-1.0450***
(0.0684)

0.0230
(0.0544)
-0.1110*
(0.0592)

-0.1270**
(0.0543)
0.0255**
(0.0107)

0.1760***
(0.0319)

0.4470***
(0.1620)

0.4710***
(0.0550)

-0.0054
(0.0733)
0.0726
(0.0834)
-0.0368
(0.1310)

0.0322
(0.0624)

0.2880***
(0.0834)

3.4500***
(0.4510)
1513
0.301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p＜0.1，**p＜0.05，***p＜0.01。

（续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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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 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引入相对收入和社区参与两个变量，考察与分析了

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总体而言，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均感觉生活幸福，衡量幸福感的四个子变量——总体幸福感、生

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特征与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若将样本分组来看，收入与中国城市居民的

幸福感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收入对他们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这种

影响效应在高收入群体却逐渐减弱。研究结果与以往国内外研究结论相吻合。

其次，相对收入和社区参与均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幸福感不仅是存在于个体内

的生理官能感受，也是一种涵盖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生活方式，并能折射出转型中国社会变迁的微观映

像。具体而言，相对收入对中国居民幸福感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即便在控制绝对收入的情况下，这种影响

效应仍然十分显著。社区参与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高收入群体。

最后，不同收入群体的心理体验呈现“断裂”的状态，二者的幸福获得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低收

入群体来说，他们的幸福获得主要源于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均衡的经济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结构转向“阶层化”，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地位

出现较大差异。因此，不少学者认为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均强于低收入群体。本研究发现，虽然低收

入群体往往因长期物质资源劣势而感觉生活困难、幸福感不高，但个体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体验却能缓解

和补偿这种消极情绪。在中国情境下，这种象征性的经济体验是指个人持续性的收入增长所带来的心理

优势，持续的收入增长不会使“快乐水车”和“满意水车”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它通过不断满足需求与欲

望，在长时间内保持个人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促进幸福感的提升。因此，在相对收入普遍对幸福感有显著

影响之下，相对收入的纵向比较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的作用更为重要。

对比之下，社区参与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更为强烈。个体的生活目标和生活策略在不同

情景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满足生存需求是最迫切的，经济诉求构成他们追求幸福的

根本。只有当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个体才会根据具体的场景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逐渐摆脱

“生存经济”的基本诉求，转而追求其他非物质层次的满足。而且，社区参与因素日趋重要也与中国的社会

转型密切相关。自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行政控制范围和控制力度逐渐减弱，这促使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

量得以释放和壮大，公共领域有了生根发芽的机会。在这种相对开放的空间内，个体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公

共事物中，并在涉及公众利益等诸多方面获得表达、知情与选举的权利。与此同时，单位制的瓦解和宗族

力量式微导致人们的交往空间从单一封闭走向多元开放，个体能够获得比以前更多的社会支持和他人帮

助，形成各种以“地缘、亲缘、业缘”为特征的社会网络。特别是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与沟通交往的重要

场所，通过增强成员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创造出互助互惠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样不仅能提高成员间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还是促进社会团结和凝聚的黏合剂。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

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共同主持，感谢上述机构提供的数据协助；同时，感谢《社会学评论》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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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Incom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Dual-Path Mode
of Obtaining Happiness for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HUANG Jia-wen

Abstract: No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has led to differentiation of personal eco⁃
nomic status. It has resulted in cracked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for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This paper,
using the data from CGSS2005, continues the discussion of the“Easterlin paradox”in Chinese situation,
analyzes happi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happiness is an inverted U-shaped association. It means that the paths of
achieving happiness are not the same for various income groups. For lower income groups, poverty , which
stems from the lack of material resources, makes people unhappy. However, psychological superiority
based on relative income can repair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By contrast,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for high⁃
er income groups has changed into other non- material aspects, instead of survival and economic nee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y giving individuals emotional support, social contact as well as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happiness of the rich.

Key words: happiness; relative incom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urban resi⁃
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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